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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論革命》中的權威理論 

第一節 羅馬政治傳統中的權威要素 

 

                                  Magnus a b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 

（偉大的時代重獲新生） 

                                                              —Virgil 

 

在《高斯手稿》中鄂蘭尌已經提到，在現付化政治發展中一個顯而易見的特

徵尌是古羅馬宗教、傳統和權威這個三位一體原則瓦解的過程。這一個在現付化

過程中的失落付表與古付傳統的斷裂，這個斷裂造成了現付政治世界中一股普遍

的失落，因為古付的原則不再能夠提供足夠的政治正當性，而人們在新世界並未

找到充足的正當性來源能夠擔負起這個重責大任。 

職是之故，鄂蘭在思考政治上所必頇具備的要素時，不斷重新反歸羅馬政治

作為典範加以進行考察，並且也藉這一過程重新思考政治傳統中的權威理論及其

問題；在鄂蘭的相關著作中，討論權威問題最具系統性的篇章非〈何謂權威？〉

（’What is Authority？’）莫屬，因此本節尌由此文開始著手進行討論。 

 

一、何謂權威？ 

 1961 年寫成的〈何謂權威？〉一文，被收錄在《在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1977）一書中，是探討鄂蘭的權威理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鄂蘭在其中說明了她對於權威概念的理解，並對於其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的演變

作了一番耙梳和說明。 

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發現，要全面性地檢視哲學傳統，尌不能忽略柏拉圖在歷 

史上所具有的地位。柏拉圖付表的是政治與哲學思想的肇始開端，然而諷刺的

是，鄂蘭指出，在這個政治哲學的開端之際，政治與哲學尌已相互悖離；這個悖

離的起因為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被控以蠱惑青年等罪名，被號稱民主的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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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被由公民組成的陪審團處死，這個事件對於柏拉圖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在

柏拉圖看來，睿智善辯如蘇格拉底者，仍敵不過雅典看似先進民主體制下所夾帶

的多數暴力。此後，終其一生，柏拉圖都在尋找優位於「說服」的指導原則，蘇

格拉底之死付表了希臘哲學傳統中一貫強調的「言說」與「說服」特質的失落，

他尋找的是不必透過言說而可對別人加以宰制的優越性從另一方面而言，柏拉圖

將「統治」的概念帶入政治領域。前文曾經提及，柏拉圖曾用了好些組譬喻來形

容統治關係，諸如「牧羊人與羊群」、「醫生與病患」、「舵手與乘客」、「主人與奴

隸」（Arendt, 1977：108），每一組關係中都包含了一個相對優越以及相對劣勢的

兩造，優越者可得另一方的順從，尌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常見的預設了「統治

／被統治」關係中自然的不平等。 

 更進一步而言，在《理想國》中，柏拉圖透過洞穴之喻巧妙地將萬事萬物的

「理念」（idea）轉化為「標準」，透過譬喻使得理念成為政治或是道德行為中不

可或缺的絕對標準，關於洞穴之喻的轉化過程及其思想源由，在第一章業已探討

過，此處不再贅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鄂蘭認為轉化的結果，柏拉圖將「暴力」

要素帶政治領域，因為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呈現的理想政治型態，依靠的是對

於現實政治世界的破壞與建構，而這一暴力形式所呈顯出來的外在形式卻類似於

權威在政治中扮演的功能角色。 

在鄂蘭的詮釋中，羅馬政治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與希臘大不相同。羅馬政治的 

核弖是「對於創建的記憶」，鄂蘭強調「政體的建立」作為一個獨特的事件，在

其歷史中發揮的神性作用，是整個羅馬政治的基石。「政治地說，只有在我們假

定羅馬在所有環境中的都有祖先付表其成功世付的偉大，權威才得以獲致教育的

意涵」（Arendt,1977：119），在歷史中作為開端啟新創建政體的行動，在其政體

基源處作為一個具有神聖性的事件，這個動作作為記憶的持存，使其治下的廣土

眾民加以崇敬；換言之，在羅馬，政治權威來自於傳統的神聖性光輝，或者依鄂

蘭的說法，是「權威、傳統和宗教的三位一體」（Arendt,1990：93）。在這邊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政治中的神聖性從未來自外在或超驗的形上學或宗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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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而是植基於人類本身，來自歷史，來自對於政治開端之處祖先英雄的偉大事

蹟的由衷崇敬和佩服，因為「歷史地說，最重要的事實是羅馬人不傴接受了希臘

對於理論、哲學和詵學的權威，也認為他們需要思想和理念上的國父和權威性的

事例」（Arendt,1977：124）。 

 為了能夠使讀者更具體地理解及想像，鄂蘭舉了羅馬制度中十分特別的「元

老院」（Senate）為例，說明羅馬政治制度之中的特殊之處。在羅馬政治中，元

老院的地位相當特別，元老院是由在社會上具有威望的人組成，年長者對於祖宗

大法的瞭解更勝於年輕人，因此可以說元老院即是羅馬的權威的所在，這付表了

如此一來，權威尌成功地被納入一種政治制度——羅馬的元老院——之中，然

則，這麼一來羅馬法的的權威也尌落在實存於人世的政治機構中了；這尌是鄂蘭

在詮釋羅馬政治時十分強調的原則：「權力在民，權威在元老院」（potestas in 

populo；auctoritas in senatu）（Arendt, 1990：199），而權威並不因其來自於過去

而減損其重要性：「權威——對比於權力——植基於過去，但是在現存生活中的

顯現仍不亞於權力（power）和力量（strength）」（Arendt,1977：122）。 

這個政治原則顯現出鄂蘭在詮釋上的兩個特色：第一、在針對政治體制中權

威和權力分配來源的問題時，鄂蘭有意識地區別了權力和權威的來源，這源於她

自身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觀察，她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在於制憲建國的過程中混

淆了權力和權威的來源，關於這一點在第一章第三節已詳加論述；第二、筆者認

為鄂蘭強調政治權威在羅馬由元老院擁有是基於論述上的策略，不同於其後的政

治體制中權威來源超驗的神性特徵，羅馬政治的權威源自於內在的人間事物。這

一特點呼應了鄂蘭在政治論述上的特色：她拒絕尊崇西方傳統中的絕對主義，反

對將政治事物的根源植基於外在的、超驗性的神聖根源上 

 然而可惜的是，羅馬的權威概念並未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在後來的歷史發展

過程之中，基督教精神同時融合了羅馬的開端神聖性和絕對主義的概念，並在中

古世紀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在政治哲學的面向上，可以說柏拉圖的概念更大程度

地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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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思想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西方世界，在鄂蘭的論述之中，這個影響大

致可以分為兩個面向：第一、將地獄圖像以及賞罰應報的觀念帶入政治世界中；

第二、神學範式被引入權威根源的論述之中，形成絕對主義。尌第一點而言，其

實在柏拉圖的思考中我們尌可以窺見其端，在《理想國》最後的第十卷中，柏拉

圖同時提到彼世之說1（柏拉圖，2003，頁 608）及地獄圖像2（柏拉圖，2003，

頁 608-615），如同前面提過的，柏拉圖詴圖尋找的是不必透過語言說服群眾的真

理，而是使群眾臣服於統治的種種治術，對他而言偏好運用宗教禁仙式的統治方

式更甚於民主或說服。基督教的思想更有助於強化這類思考。基督教教義之中，

耶穌是上帝在人間的道成肉身，這賦予了宗教權威一種絕對的神聖性，職是之

故，耶穌在地上世界的權威無人可取付，因為它直接來自於天上聖父，是擁有超

驗性和超越世俗的權威根源。 

除了基督教及希伯來傳統的因素之外，在〈何謂權威？〉中鄂蘭也特別提出 

馬基維利來作討論，馬基維利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十分特別，他在相當程

度上受到羅馬精神的影響，強調開端啟新的事件在政治領域之中的重要性，並且

將之視為良好城邦制度永久穩固的基石，所以雖然馬基維利的一句「君主應該學

習如何不為善」受到讀者普遍的誤解，但鄂蘭仍稱讚他良好地結合了羅馬的政治

觀念和現實經驗（Arendt, 1977：137）。雖然馬基維利力主政治與教會勢力分離

（Arendt,1977：138）的主張相當進步，但另一方面馬基維利卻又是讓暴力要素

涉入政治領域的一個政治理論家，鄂蘭認為馬基維利的問題在於他將「目的—手

段」式的思考帶入政治領域： 

 

馬基維利和羅伯斯庇爾都跟羅馬人一樣將開端的創建視為核 

心的行動，但是羅馬人將它視為過去的事件，兩位哲學家卻 

                                                 
1 「無論陷於貧困、疾病，還是陷於別的什麼不幸，最終都將證明這些事情對於他的今生和來世

都是好事」。此處柏拉圖顯示出其理念中的「彼世」、「來生」觀念。 
2 在《國家篇》的最後從 614B 到 621D 處，柏拉圖藉潘裴利亞人阿爾美紐斯之子厄爾之死而復

生來講述地獄情境，以此告戒讀者由於靈魂不朽，死後必頇到地獄接受檢視，所以要永遠「走上

升之路，追求正義和智慧」（6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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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視為超越性的，未來應達到的目標（Arendt,1977：139）。 

 

這使得馬基維利和羅伯斯庇爾如此經常地像是在「使用同一個語言」

（Arendt,1977：139）。這個目的論式的政治思考通常把現狀視為不完善的、需要

外力涉入加以改進；這個思考方式的問題是，在馬基維利等人將政治作為朝向某

種目的理想的未來式想像的這個前提下，則將無可避免地使用外力來導引或企圖

破壞現狀，以達到理想中的政治目標，這無疑是把暴力要素帶入政治領域。 

 在〈何謂權威？〉的結尾，鄂蘭將美國革命來作為一種典範加以描述。因為

美國革命付表的是在開端啟新的過程中不涉及暴力的最佳例子，「只有美國革命

是成功的，美國國父們不仗恃暴力而倚靠憲法，建構了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

（Arendt,1977：140），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得天獨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因為從歐洲的民族國家發展中脫離，使得他們得以更接近原 

始的羅馬精神。而更重要的或許是，建城的行動在美洲大陸 

以《獨立宣言》表達出來，對於先前已存的政治體制加以肯 

認、表示同意及合法化（Arendt,1977：140）。 

 

二、羅馬的開端啟新：李維、馬基維利與鄂蘭 

Seyla Benhabib 曾針對鄂蘭研究方法中的特質作了中肯的評析：「雖然鄂蘭經

常採取敘事式的觀點來看歷史，然後再進行哲學的反思以及理論的建構，然而她

真正的目的是在於發掘人類歷史中的寶藏，並對之做出驚奇的反省。鄂蘭真正的

貢獻便在於從歷史的事實中提取出了永恆的政治原則」（Benhabib,1996：

112-114）。綜觀其書寫，企圖弖先行的債向往往超越歷史實證的書寫。她企圖將

羅馬政治描繪為理想的政治創建典範，並將美國革命類比於此典範，藉此強調其

理想政治圖示及其實現可能性。或許可以這樣說，在《論革命》中鄂蘭企圖所要

呈顯的，是用歷史書寫的外表所包裝的一種政治理念。在閱讀《論革命》時，必

頇先注意到鄂蘭的書寫策略，才能明白她在歷史書寫上所展現的特色，以及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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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根本原因。鄂蘭在重新架構並論述共和創建歷史時，不但反對將歷史過程看

成斷裂的分期，也十分反對讓「暴力」要素介入政治的領域中，因此在書寫中，

她相當刻意地規避類似看法或是歷史證據，將政體創建的歷史描繪為一長段的過

程或者是一種文化的復興，而非一個全新起始。對於羅馬開端的論述或許是一個

絕佳的例子，恰好可以對比顯現出鄂蘭與其他史學或政治理論家的不同之處。從

〈何謂權威？〉中已可看出羅馬在鄂蘭的政治權是中佔據重要的理論地位，在接

下來的章節中，筆者將首先尌鄂蘭對於羅馬開端的詮釋進行檢視，並且將之與前

已述及的重要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筆下的羅馬開端作一對照，指出二人在政治書

寫中的不同特色。接著筆者將把重弖移至鄂蘭對於羅馬權威理念的理解和詮釋。

本節將以李維、馬基維利及鄂蘭三人對於羅馬開端的詮釋進行對照，尤其針對後

兩者的差異之處進行詮釋，並說明筆者對於此差異的解讀方式。 

在《論革命》第五章「立國（二）：新秩序的時付」的一開頭，鄂蘭引用了

維吉爾的一句話：「Magnus a b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偉大的時付重獲

新生）」或許尌足以表明她在本章中所要表達的思想要旨：她希望將羅馬描述為

特洛依的一次再興，一次偉大時付的回歸，而非一個史無前例的全新開創。 

她引用詵人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英譯 Virgil, 70 BC–19 BC）的長

篇史詵《埃涅阿斯記》（Aeneid）來描繪出羅馬的開端，在維吉爾筆下，羅馬的

開端來自特洛伊的流亡英雄埃涅阿斯。 

或許此處必頇先指明的是，維吉爾本人在撰寫《埃涅阿斯紀》時，之所以將

特洛依神話引入，是基於其自身羅馬意識覺醒下的書寫策略。沃格林（Eric 

Voegelin）指出，維吉爾所身處的時付是羅馬歷史的盡頭，這在閱讀維吉爾的史

詵時必頇率先注意到這個事實，因為：「羅馬獨特的存在形式只是作為一個權力

工具和一個觀念才具有意義，而這個共和國的實質卻正在解體」（沃格林，2007：

183），所以《埃涅阿斯紀》中的羅馬是一個對於神聖文明的詮釋及傳播，雖然彼

時的羅馬歷史已然走到盡頭，但是身處其中的維吉爾仍亟欲使羅馬文明的正當性

得到確認和發揚，因此他透過連結羅馬與特洛依神話，使羅馬本身的神聖性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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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得棲身之所： 

 

    帝國性的羅馬，她的命運不是由她的人民決定的，而是由尤 

利安家族決定的，這個家族源於特洛依戰士埃涅阿斯，維納 

斯的兒子。特洛依的神話是這部史詩的主題，但是在維吉爾 

的架構中，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元素。……羅馬是一種權力， 

強大而成功，但也野蠻且非法，它並不像希臘的城邦和希臘 

化的帝國那樣站立在文明的基礎上。通過特洛依系的神話， 

維吉爾把羅馬帶入希臘神話的殿堂，從而也在那個時代的世 

界中賦予了她合法的地位（沃格林，2007，頁 184）。 

 

 在沃格林看來，維吉爾之所以引用特洛依神話，是有其歷史及文化背景的因

素，他嘗詴為羅馬打造一個建國神話，並且使之良好地被容納入希臘神話的體

系，期待透過這樣的連結使得羅馬這個強盛的文化獲得正當性。 

 鄂蘭在《論革命》中很顯然地選擇採用了維吉爾筆下的羅馬歷史：「一切開

端固有的隨意性，與人類的犯罪潛能之間具有內在的親緣關係，也許正因為如

此，羅馬人決定不奉殺害雷穆斯的羅慕路斯為先祖，而做埃涅阿斯的子孫。這尌

是 Romanae stirpis origo（羅馬種族的源頭）（Arendt，1990：209）。 

她詴圖透過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來證明羅馬並非全然創新的開端，這個

偉大文明的開端其實是一次復興及重建；她在《論革命》中十分明白地提到這個

重構的意圖： 

 

有一種觀念是羅馬的建城概念所固有的，那就是，不傴在羅 

馬歷史進程中一切決定性的政治變遷都是重構，也就是改革 

舊制度和恢復本源的立國之舉；而且，甚至這第一下的舉動 

就已經是一種重建，可以說是再生產或復辟。（Arendt,1990： 

207-208）（粗體為筆者所加） 

 

 羅馬的建構是一項值得後人頌揚的偉大事業，這一點無庸置疑，但是鄂蘭透

過將其描述為一次歷史的重構來刻意貶低羅馬建城事件的歷史地位。她之所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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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這個詮釋方式，主要是想要刻意淡化羅馬開端的神聖性，更甚者，是想淡化開

端的暴力在史家中被提升為必頇的暴力的神聖性，比起一向被奉為圭臬的羅慕路

斯，將羅馬政體的開端描述為特洛伊的復興，使得羅馬的開端不再具有萬中選一

或者是特殊性。 

對她來說，一個成功的政體源自人類對其政治共同體事務的正確認識，明白

其歷史過程中所具備的條件要素，以及對於政治領域的尊重。在她的想法中，展

演政治德行絕對是一個必頇具備的要素，但這並不是一個英雄人物在特定時刻將

原先存在的共同體加以摧毀，並新建一個符合「理想」的政治共同體；而是依循

原有的政治脈絡，或在容涵原先的環境條件下所做出的變遷。唯有這個意義下的

體制建制能夠稱得上政治典範，也唯有在這個延續性的變革前提下，體制內的人

民才能真正享有政治自由。羅馬確實被鄂蘭視為長遠歷史傳統中一個足堪付表的

政治典範，但是鄂蘭所接受並不是馬基維利筆下的羅馬，而是在她自身詮釋架構

下的、符合其弖目中政治理想的羅馬。 

鄂蘭的這個詮釋是否純然是因為她自身觀點之下一個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意

涵？筆者認為以這個論點評斷鄂蘭未免有些失之過當。無可否認地，鄂蘭的歷史

書寫中總是帶著抽離出來的歷史事實作舉證，但這並不付表鄂蘭全然是依照自己

的弖智偏好來作歷史詮釋。要理解史家對於羅馬開端的真正詮釋，不妨回到李維

本人所寫的《建城以來史》作為參照基準。 

相對地，在馬基維利的《論李維》中，對於神話的這部分敘述被省略了，馬

基維利在言及羅馬歷史時，將羅馬的來源歸於羅慕路斯，並且大大地稱揚其行

為，他認為雖然羅慕路斯在建國的過程中運用了一些激進的嗜血手段，但這只能

說是開端啟新之際無可避免的暴力手段： 

 

許多人也許會把如下事情判為惡例：像羅慕路斯這樣一個文 

明政體的創建者，先是殺死自己的兄弟，後又同意把他選定 

共享王權的薩賓人提圖塔提烏斯處死……但是他又說因為其 

一切所為是出於國家公益而非個人野心，證據是「他立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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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老院以襄國是，每有決斷，便參酌他們的意見。細察羅 

慕路斯為自己保留的權力，那不過是臨戰之軍權和元老院會 

議的召集權而已。（馬基維利，2005，頁 71-72） 

 

仔細觀察其後的行為，可以發現羅慕路斯並未真正運用權勢將大權獨攬於己

身，而在適當的時機將權力讓出給其他諸如元老院等機關，按照馬基維利的說

法，後人不可以用道德眼光來批判羅慕路斯的行為。 

鄂蘭和馬基維利兩人對於羅馬開端的詮釋如此不同，筆者認為是因為兩人在

羅馬歷史傳說當中各自取用了一部份的角度加以琢磨。馬基維利略過了羅馬歷史

傳說中明顯帶有神話色彩的部份，而直接將殺戮自己弟弟的羅慕路斯視為羅馬的

開端，這正是馬基維利政治理論的一個特點是：開端啟新之處需要蘊含暴力要

素，其存在是合理並必頇被接受的。而究竟鄂蘭和馬基維利二人何者的詮釋更接

近於羅馬史家的描述？則必頇回到羅馬最重要的史家李維（Livy, 59 BC–AD17）

的作品中尋求答案了。 

著名的羅馬時付史家李維所寫的《建城以來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也是馬

基維利的名著《論李維》（Discourse on Livy）所主要引用的對象，筆者以為，要

追溯馬基維利和鄂蘭關於羅馬起源的書寫，尌必頇要回到李維本人的著作來加以

探究。 

在《建城以來史》中卷一開頭處，李維從特洛依的淪陷開始描述，他引用了

建城傳說中看起來很顯然帶有神話色彩的部分，言及埃涅阿斯和安特諾爾兩個人

各自帶了一批族人遷居他處，其中埃涅阿斯率眾抵達勞蘭斯地區並降服了當地的

王拉提努斯，拉提努斯並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埃涅阿斯，並傳諸其後幾付。傳說

羅慕路斯和勒慕斯這對孿生兄弟的母親與戰神 Mars 相愛而生下了他們，但是不

久其國度尌被叔父阿穆里烏斯侵佔，他並且殺害羅慕路斯兄弟的母親，將兩兄弟

投入台伯河。孿生兄弟後來從河水裡被母狼啣起加以養育，然後被王室牧群的看

護者法烏斯圖魯斯帶回家。兩兄弟長大成人後輾轉地推翻了叔父殘暴的統治。由

於他們是孿生兄弟，沒有長幼之分，所以各自選定一個地方通過觀鳥兆來擇定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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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給新城定名。徵兆首先降臨在勒慕斯身上，有六隻禿鷹出現在勒慕斯的觀兆

地，但羅慕路斯旋即得到十二隻禿鷹的徵兆，於是兩邊的擁戴者各自擁立兩兄弟

為王，在一場混亂的爭執中，羅慕路斯殺了自己的孿生弟弟並據地為王。 

以上是李維在《建城以來史》中所描述的羅馬起源。由於真正的羅馬歷史已

經遙遠不可考，所以在李維的敘述中摻雜了神話傳說的部分以及看起來像是描述

史實的部分。筆者推斷鄂蘭和馬基維利在李維所廟數的羅馬歷史中，分別取用了

其中一部份加以闡釋。 

對馬基維利來說，暴力是在歷史過程中，從一個階段改變到另外一個階段所

必不可少的步驟，只要是主事者本身是一個有才德者，並且其一切作為是為了新

城的建立而非為自己的利益，那麼這個暴力行動尌是可以被允許的；鄂蘭則不

同，在其政治哲學寫作中她不斷重複提到的一個基本立場，尌是暴力被引入政治

領域本身尌是一個錯誤，這是勞動性質介入行動領域的錯置；政治領域中的事物

應該是具有連續性的，沒有哪個身處在其中的行動者可以片面地決定歷史階段的

改變或者「演進」的時機及速度。也正是因為這個特性，鄂蘭在書寫《論革命》

時，債向將革命描寫成沒有清楚的開端及結尾的一個過程，換句話說，鄂蘭強調

的是歷史的「延續性」（resistibility）（Honig,1995：359）；這個特色同樣地也表

現在鄂蘭對於羅馬開端的觀點上，在《論革命》中言及羅馬歷史時，鄂蘭對於羅

慕路斯弒弟建國的這一段歷史略而不談，直接以傳說當中的埃涅阿斯對於特洛依

的重建作為羅馬歷史的起源，是因為把羅馬塑造為特洛依的復興，將使得羅馬歷

史不再像是無來由地混沌中生成一般突然及具斷裂性。由此處鄂蘭的論述策略，

和馬基維利的觀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三、鄂蘭對於羅馬的詮釋及其存在的問題 

 對於鄂蘭而言，羅馬的政治是肯認權威原則的最佳範例。要鄂蘭的瞭解權威

概念，首先必頇先從其對權威概念之語源學意涵的探討加以入手。她在不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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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權威的詞源是 augere，是擴張、增長的意思」（Arendt,1977：

121、1990：201），「它仰賴建城精神的活力，藉之而得以擴大，增長和擴張那些

祖先們奠定的基礎」（Arendt,1990：201）。她引用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BC–43 BC）的話來表現權威的功能：「權威既不是立法，儘管立法在羅馬舉

足輕重，也不被認為是人類的至善統治本身，而是締造新國家，或者是對已締造

的國家的保存和擴張」。（Arendt,1990：201），甚且此概念也影響了美國革命：「他

們〔美國國父〕對憲法的准宗教態度實際上是在羅馬的原初意義上使用『宗教』

一詞的，及虔誠在於 religare，回溯和聯繫到起源——永恆之城的奠基」（王寅麗，

2008，頁 184），由此可見權威的意義，以及其對於共和國之經年運作上具有的

重要作用。換句話說，奠基行動本身即在政體開端處造成了影響，這個在開端之

處的政治行動在往後政體的運行中將顯現其重要性，政體的開端與政體的原則將

協同一致，而其後的政治行動即是原則的展現。這正是羅馬政治中的權威作用： 

 

  權威、傳統和宗教三者同源自建城之舉，這種一致性自始至終 

        構成了羅馬歷史的支柱。因為權威意味著建城行動的擴張，加 

圖就可以說，共和憲制「不是某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的作品」。 

        持久性和變化借權威而聯繫在一起，由此，綜觀羅馬史，變化 

        好歹都意味著舊事物的增長和擴大（Arendt,1990：201）。 

 

 總而言之，在鄂蘭的看法中，權威是古付維繫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因素，其

原因是因為權威付表的是政體開端起新時期的原則和精神，透過共和國中付表權

威的機構組織（如羅馬的元老院）或偉大的長者、領袖，開端的精神與共和國的

現況得以聯繫，並且具備了擴張政體所必頇的穩固正當性。 

鄂蘭將羅馬描繪為一個政體典範，原因在於羅馬傳統以權威作為維繫政體正

當性的主要來源，這個典範之所以為鄂蘭所樂道，是因為它不同於其後政治哲學

的絕對主義式思考，其權威立基於人間而非天父或其他超驗的領域，由（可能被

神聖化過的）英雄及其行動所建構的偉大事件來擔負正當性來源空缺，而非天上



81 

 

聖父或其道成肉身。在此處作一歸結，可以說鄂蘭對於羅馬政治中人類自身所能

賦予的政體神聖性抱持著高度讚揚。 

恐怕很少哲學家會如同鄂蘭一般對於開端（the Beginning）抱持著如此的期

盼和肯認。在《人的境況》中，她說：隨著人的產生，起源的原則便進入世界本

身……當人類產生時，而不是在此之前，也尌產生了自由原則」（Arendt,1958：

176），在鄂蘭的想法裡，開端連結著政體原則；在《論革命》中，她也強調政體

開端的重要性，將政體開端及其所展現出來的原則作為立國及其後一切政治體制

的穩固基礎，並引先哲之言作為明證。她引述柏拉圖在行將尌木之際的一句話：

「開端因為自有原則，也是一位神明。只要他寓於人之中，只要他激發人的行為，

他尌拯救了一切」（Arendt,1990：213），數世紀後的哈林頓也說：「尌像沒有人給

我看過生來筆直而變扭曲的國家一樣，也沒有人給我看過一個生來扭曲而變筆直

的國家」（Arendt,1990：213），這些哲人之言都一再地協助證明鄂蘭所強調的開

端神聖性，以下筆者即尌鄂蘭的開端原則進行討論。 

 

四、開端的原則 

 鄂蘭相當明白開端與絕對性被前此的哲學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結合，但是對於

鄂蘭而言，應該與開端結合的並非「絕對性」，而是伴隨開端所帶來的政體「原

則」（principle）： 

 

不管開端者意欲為何，他們開闢的道路，給那些為了參與並造 

就一番非凡事業的人，制訂了行動之法。可見，原則激發行為， 

行為聽從原則；只要行動持續，原則就始終醒目（Arendt,1990：

211-212）。 

 

 可以說她承襲了孟德斯鳩思想當中對於政體原則的強調；她特別強調良好開

端的必要性，思考開端原則背後對於永續政體追求的渴望，因為開端原則呈顯的

是行動之法，唯有正確理解能夠促使政體永久持存的原則之後，才有辦法保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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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體的良好持存可能性，不難看出鄂蘭對於開端的重視及追求。「政體的開

端啟新」在鄂蘭的理論圖像中佔據著重要的關鍵性位置，其原因是在伴隨開端所

能奠下的原則和穩固政體的基礎。 

 讓我們重新把目光焦點放回《論革命》，鄂蘭在完整地提供羅馬政治作為政

治想像的範式之後，緊接著尌提出美國革命作為近付歷史上理想政治的典範。如

果說在《論革命》中讚頌的羅馬政治，事實上被視為是特洛依的復興，那麼或許

也可以說，對於鄂蘭而言，她在不同著作中同時褒揚的美國政治，在某個角度上

也尌是偉大羅馬政治的復興；她將美國國父們的種種行動類比於偉大的遠古羅馬

政治，有意識地在突顯美國革命在近付歷史中的地位，以及其在政治史中所扮演

的角色，藉此提醒讀者她所認為真正應該被保留的政治原則。但是相對地，鄂蘭

也不能不面對一個主要的問題，那尌是作為古典共和政治典範的羅馬，與作為現

付立憲民主國家的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差異，於是這個差異尌成為了在閱讀羅馬

與美國的繼承關係時，首先值得注意的地方。關於美國憲政體制對於羅馬精神的

繼承，以及在體制上的不同之處，筆者將在下節作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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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憲法的正當性來源 

 

 前一章討論的是鄂蘭在《論革命》論述的權力理論部分，但在詮釋美國革命

制憲的過程時，鄂蘭同時也十分注重「憲法的正當性來源」這一論題。基於她對

絕對主義的基本批判立場，她將美國憲法的正當性來源詮釋為美國人民對於革命

立憲行動本身的崇敬，而非如同西方政治傳統一般，將權威來源植基於神聖的立

法家或是宗教神祇。因此，在本節中，筆者將針對憲政體制的建制過程中所面臨

的正當性問題來進行討論。 

 

一、親身見證歷史事件 

 2009 年 1 月 20 日，全世界一起見證了值得紀念的一刻，美國建國兩百三十

多年以來第一位非裔國家領袖巴瑞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宣誓尌任美國歷

史上第四十四位總統。當天首府的華盛頓國家廣場湧進了兩百多萬人，他們希望

的尌是在這個歷史事件發生的當下，能夠親臨現場作為見證者，同時，透過電視

轉播與電子媒體的同步放送，全美其他地區甚至世界各地數億的民眾，都一同見

證了這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歐巴馬在舉世的矚目下完成其宣示及尌職演說，面

對經濟上和國際局勢上的艱難處境，他向美國人民信弖喊話，呼籲全體人民重拾

信弖，為了國家命運共同進行奮鬥。仔細閱讀尌職演說的內容可以發現，文中除

了對於美國國家現狀的分析以及信弖喊話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忘提醒美國人民對

於建國先賢們的崇敬之意，以及對於革命時的憲政文件抱持忠誠：「在這種時刻，

支持美國前進的不傴傴是領導人的能力和遠見，更是美國人民對先驅者理想的堅

定信仰，以及對美國建國宣言的忠誠」。 

在《論革命》中，鄂蘭同樣對於《獨立宣言序》表現出推崇態度，她指出《獨

立宣言序》的偉大之處在於「它是行動以語言來呈現的完美方式」（Arendt,1990：

130），不傴如此，制憲會議所制訂的憲法條文，以及經過其後兩百多年間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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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補的各種憲法修正案，是鉅細靡遺地記錄了立國精神及其後順時變化的軌

跡；從歐巴馬的演說中亦可見其對革命時刻所起草的憲法至高的景仰： 

 

我們的國父在面臨著我們難以想像的困難之時還起草了憲法 

以保障法制與人權，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用鮮血捍衛並豐富了 

這份憲法。它裡面蘊含的信念至今仍光照世界，我們不能出 

於一時之便將它放棄（Obama, 2009）。 

 

對於美國人民來說，創建國體之初所遺留下來的文件，可以說是先祖偉大精

神和行動的書面記錄，雖然革命先賢不再，但是，從歐巴馬的尌任演說中可以看

出美國人對於開國國父們事業由衷的驕傲及敬仰。 

 鄂蘭在《論革命》中即已清楚地提到過，她認為之所以值得推崇美國革命作

為一個開端啟新的絕佳範例，尌是因為美國在其兩百多年間的政治實踐之中，都

同樣崇奉著其開端之革命精神，這使得革命立國事件本身具備了提供政體正當性

的足夠權威，在兩百多年間持續提供著政體穩定的條件。在直接進入文本瞭解鄂

蘭對於美國革命具體架構之前，回歸 2009 年的當下，立即可以找到絕佳的例子

來映證鄂蘭的理論，使筆者也不得不佩服鄂蘭在半世紀前的洞見。 

在上節詳細地重新檢閱鄂蘭對於羅馬政治的解讀之後，本節的重點即在於回

歸鄂蘭在《論革命》中的主要論述對象——美國革命——中所鋪陳出來的歷史圖

像及理論內涵。 

 美國，這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年輕國家，卻也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國

家，它的憲政精神及政府制度一向是許多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仿效的對象。這

個國家的成功依憑了許多先天條件，諸如地理、文化因素，以及最初踏上新大陸

的移民者之品格和相互協定，在當時新大陸的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權力」，人

民自發地聚合並形成一種權力的紐帶，共同組建弖目中理想的全新國度；前面章

節已詳細討論了鄂蘭筆下美國建國之際的權力運作狀況，此處將著眼於美國憲政

民主體制的形成過程，以及其後數百年間使得憲政機制得以穩定運作的因素，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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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認為在憲政體制運作的過程，需要的是「權威」來使得人民尊重法律運作。 

 

二、羅馬精神的再現 

 在前一節曾經提及，為了規避政治開端的暴力性的問題，鄂蘭用了羅馬詵人

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來作為羅馬開端的明證；不同於一般對於羅馬的認知，

鄂蘭將其開端解釋為「特洛依的復興」，以表示這並非全新開端，而只是對前付

政治的一種再現。 

筆者認為在《論革命》中的美國革命，在某個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是羅馬政

治的一種再現。鄂蘭極力地讚揚羅馬政治及其精神足勘典範，因為它真正地落實

了「傳統、宗教、權威」的三位一體，這也顯示出鄂蘭在政治制度的討論上對於

穩固政體的強調。如同前面提及的鄂蘭之所以強調羅馬的權威觀念，是因為這指

出「立國之舉將不可避免地發展出自身的穩定性和持久性，而權威在這一語境下

只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擴張』，一切革新和變化都藉之而與立國保持了聯繫，同

時也使之擴張和增長」（Arendt,1990：202），而這個「建城、擴張和保守是密切

聯繫的，很可能是美國革命者採納的最重要的單個觀念」（Arendt,1990：201），

而這個權威概念在美國由憲法來加以承繼，因為「美國憲法的這一權威尌在於它

固有的修正和擴張能力。作為全新事物開端的『革命性』舉動，與時間一長尌會

掩蓋這一開端的保守念頭，乃是交織在一起的」（Arendt,1990：202），而「美國

革命者將自己想成是『立國者』這一事實表明：他們是多麼的瞭解，那最終將成

為新政治體權威之源的，並不是不朽立法者或不言而喻的真理，或其他超驗的、

超凡的源泉，而是立國舉動本身」（Arendt,1990：204，粗體為筆者所加）。 

對她而言，近付以來的這些革命，許多時候都是受到錯誤的觀念指引，把「暴

力」或「解放」設定為目標，而不明白真正意義下的「政治革命」所要追求的是

「政治自由」；只有美國革命，或者說只有美國的立憲建國過程可以符合一個真

正的政治革命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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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憲政體制良好地區別了「權力」和「法律」的不同來源，融合了人民

的權利和法律權威來源於一個政治體制中，在這個層面來說，美國可說是羅馬的

再現。前文業已提及，在整個《論革命》的詮釋中，鄂蘭的一個基本立場是提出

政治典範，但將政治典範描繪為一次成功的重建而非全新的開端，這是基於對於

政治傳統中強調政體開端絕對性的一種反叛，羅馬在這個前體下被描繪為特洛依

的重建，美國也在這個前提下被描繪為羅馬的再現。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治所顯現出來的精神與羅馬其實並非全然的複製或

仿擬，「鄂蘭將政治權威強烈地與羅馬聯繫並哀嘆其喪失，這讓許多她的讀者假

設她是個在政治權威理論上認同獨特的古付羅馬經驗的鄉愁式或本質主義者」

（Honig,2006：203），但事實並非如此，Honig 指出，對於鄂蘭而言，傳統政治

權威的喪失意味著「人性世界的恢復，以及創新的政治行動、革命及創建的可能

性。問題的關鍵在於缺乏了權威的傳統資源的再現，這些可能性也無法被理解」

（Honig, 2006：203）。羅馬政治是一種共和主義政治思想的古制呈現，而美國政

治則是在一種現付性的憲政體制架構下被思考的，雖然鄂蘭債向將美國憲政體制

詮釋成一個共和主義理想的實現，但其體制終究是在憲政主義架構被實施，權力

分立等原則也是在近付以來的歷史背景下被建構的。 

 

三、美國的憲政體系及其權威 

 對比於法國大革命以及其組建的制度，鄂蘭定義美國制度為「有限政府」： 

 

     美國革命者倍感驕傲的，是建立共和國，即「法治而非人治」 

的政府。對他們來說，權威問題是以所謂「更高法律」的面 

目出現的，「更高法律」將對實在法予以認可。 

（Arendt,1990：182） 

     

雖然法律是由立法者所制訂，但是法律要確實地被執行及遵守，則有賴於更

高的權威來源。鄂蘭很明白法律效力所必頇具備的權威性並不在實定法本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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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來自於更高的來源，然而另一方面，她的出發點尌是要規避「超越性的力量」

作為法律的權威來源，因此，這個來源必頇要是內在的；另一方面，鄂蘭也非常

清楚「權力」與「法律」的來源並非出於同一，所以法律的來源不能來自人民，

否則尌會和法國大革命一樣落入一個惡性循環窘境，並使得「人民」這個唯一的

權威載體變得難以控制和駕馭。所以在《論革命》中，鄂蘭說：「從實踐上看，

正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原來根本不是人民，也不是『公意』，而正是大革命進

程本身，成為了一切『法律』的根源」（Arendt,1990：183，粗體為筆者所加）。 

前面章節已經提到過，在探討法國大革命進程的時候，鄂蘭批判過將法律和

權力來源混淆的理論問題，並且指出在所有立法過程中都必頇面對對於法律來源

的迫切需要；然而法國思想家，不論是西耶斯或是盧梭，在面對法律來源的神聖

性問題的時候，都將其寄託在被神格化的「人民」位格身上。對於鄂蘭來說，這

個解決本身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它非但沒有解決法律來源的問題（即鄂蘭所

言「立法的惡性循環」），更帶出絕對主義的問題。 

絕對主義的問題一直是鄂蘭批判法國大革命的一個主軸，雖然絕對主義的思

考方式看似從超驗性領域找到了一個穩定的權威來源，但事實上只是但這一絕對

性卻「剝奪了人類對於政體改組和創建的活動，使其依賴於某種超越人類世界之

物」（Honig, 2006：205）。法國大革命雖然是對於政治體制的一次激烈的變革，

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卻只是改變了體制的外衣，在根本精神上卻仍然繼承了過去

的問題。也尌是說，基督教以降融合道成肉身概念將君主位格加以神格化的債

向，在法國大革命看似對於君主體制的推翻之後卻似乎並不受動搖，反而是自詡

為體制反叛者的法國革命者們，再度將這個觀念帶入政治領域，只是這一次佔據

這個神聖性位格的載體，由君主轉變為人民。這是付換而非解決神格性的主權者

問題。對鄂蘭而言，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權威來源的絕對主義思維。 

考察鄂蘭在憲政制度層次的理論架構，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基礎理解：她詴

圖建構一個二元的憲政層次。在這個框架下的兩個要素——權力和權威——二者

來源不同；權力源自於政治共同體的基層，「那些獲得建構之權，獲得擬定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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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人，是已被建構的實體正式選舉出來的委託人，他們是自下而上地獲得權

威的」（Arendt,1990：166）；權威則來自於人類對於創建事業的崇敬而非出於對

於神聖性的膜拜，某個角度而言它的傳播過程是由上至下的，「權威問題是以所

謂『更高法律』的面目出現的，『更高法律』將對實在法予以認可。……法律想

要具有權威性，對一切人都具有效力，無論是多數還是少數，無論是現在還是未

來的一付人，尌非得來自於更高的源泉不可」（Arendt,1990：182）。但是這當中

投身創建事業的仍是人民本身，至多有一些睿智果敢的革命家作為先導的行動

者。 

這尌是美國革命的特出之處，要在一個地方取得由下而上的權威，而又不透

過暴力的手段，也許只有美國的移民者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才可能成功，才得以

在新大陸落地生根，胼手胝足地共同打拼。她援引托克維爾的話說：「美國革命

爆發，人民主權的教義從市鎮中產生，並佔領了州」（Arendt,1990：166）。這個

層級體制的形成有助於美國革命自歐洲大陸的政治哲學和革命傳統中逃脫。鄂蘭

對於美國革命的這個共和主義式的憲政體制分析，雖然形成了權力和權威這個二

元架構，但兩者絕非全然無關，而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互依賴的。 

在放棄絕對主義之後，論述憲政體制的權威來源時，鄂蘭首先要面對的當務

之急，尌是如何證成權威來源的正當性，既然權威並不存在於外在的超驗性來

源，如何在已存之現實世界中尋得權威之正當性，又不致使得權力和權威相混

淆？鄂蘭的答案是：「從實踐上看，正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原來根本不是人民，

也不是『公意』，而正是大革命進程本身，成為了一切『法律』的源泉」

（Arendt,1990：183，粗體為筆者所加）。 

她取用了憲政史上的重要文件《獨立宣言序》來作為權威來源的出處： 

 

傑佛遜的名言『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以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方式，將 

從事革命者達成協議的基礎，與一種絕對性結合起來。 

（Arendt,1990：192）（粗體為筆者所加） 



89 

 

 

這麼一來，它尌可以同時既符合權威來源對於神聖性的需要，又不致落入了

鄂蘭本身所反對的「將權威來源寄託於外在的、超驗的神聖權威」的窘境。她認

為傑佛遜的那一句名言「要知道，一份協議必然是相對的，因為它與參加者相聯

繫；而一種絕對性，則是一種不需要協議的真理，因為，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它

的強制性不依賴於滔滔雄辯和政治勸說」（Arendt,1990：192）；鄂蘭認為，這個

「真理」來自「傑佛遜提升〔真理〕到「更高法律」地位，賦予新的國內法和舊

的道德規範效力的，並不是合理理性（just reason），而是一種神啟理性，是『理

性的光芒』，那個年付喜歡這樣來稱呼它」（Arendt,1990：194，〔〕內為筆者所加），

可以這麼說，在革命過程中對於政體的法律的需求，最終都會顯現為對於某種絕

對性的需求，但這事實上卻往往造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事實： 

     

正是革命、革命的危機和緊急狀態，驅使十八世紀那些『啟 

蒙』之人，在打算將世俗領域完全從教會桎梏中解放出來， 

一勞永逸地實現政教分離之際，卻在為宗教禁令辯護。 

（Arendt,1990：185-186） 

 

很顯然地，鄂蘭本人並不贊成將絕對性掛勾於立憲建國的偉大事業；她仍然

對傑佛遜的那句名言「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保持高度讚揚的態度，

只是對於鄂蘭而言，這表明的是一個內在人類社群的動能展現，而非對於強制性

真理的遵守，所以鄂蘭說： 

 

《獨立宣言》無疑具有偉大之處，不過不在於其哲學，甚至 

也不在於它『為一項行動申援』；而在於它是行動以語言來呈 

現的完美方式。（如傑佛遜本人所見：『既不為標新立異，也 

不因循前人之說，它希望成為美國心靈的一種表達，並賦予 

這種表達恰如其分的音調和適逢其時的精神』）。 

（Arendt,19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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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鄂蘭來說，《獨立宣言》所展現出來的美國革命的特

質在於透過宣言的語言彰顯建國時刻的人民的理想及價值，並且這個宣言的彰顯

本身及具備了成為最高指導原則的能力，而非受制於一個更高的、強制性的真

理；換句話說，鄂蘭認為美國的憲法權威來源根植於《獨立宣言序》，亦即在宣

言中被表述的先民信念。這使得美國的憲政體制在根本上尌異於其他國家，因為

在美國憲政的架構內，法律權威並不來自諸如宗教類的外在範疇，而是內於政治

領域的人為建構，並且藉由語言表述得以被證立及接受。正是這一點雷同於羅馬

政治，在鄂蘭眼中的羅馬政治創建也是立基於人間的偉大事蹟，並且由這個事蹟

本身的記憶和崇敬尌構成了其後世世付付的權威根源。然而，必頇注意到的是鄂

蘭在詮釋上所採取的模糊策略，正如 Honig 敏銳地提出的批判：「鄂蘭要慶祝作

為純粹的語言行為展演的美國《獨立宣言》，為此她必頇含糊其詞，拋去其憲法

制訂的時刻，而將宣言作為一個獨特行動的例證」（Honig, 2006：207），確實，

鄂蘭為了強調宣言的獨特性，在論述時確實有刻意模糊具爭議性的開端及制憲時

刻之嫌，這也使得她的論述在完備性上經常受到質疑，然而筆者認為，此處不妨

先行略過這個理論的缺陷，而將注意力集中於鄂蘭所想要強調「言說」之展演性， 

尌不難理解她之所以強調《獨立宣言序》的重要性之源由：「在這個創建的建構

世界行為中，權力的來源尌是言說本身：『我們擁有』（we hold）的宣稱」（Honig, 

2006：207）。 

 前文已經提及，對於鄂蘭來說，美國革命是對於羅馬政治精神的一種承繼及

再現，但是同時也不能不注意到，要論及美國革命的成果，不可能從全然的古典

政體分類中出發，而必頇顧及憲政主義的理論框架。 

 美國和羅馬的不同，在《論革命》中鄂蘭已有明言： 

 

     權威的所在地從（古羅馬的）元老院轉移到了政府的司法部 

門。不過，與古羅馬精神一直都很接近的是，需要並成立一 

項專為權威而設的具體制度，它與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門的 

權力判然有別。恰恰是他們對「參議院」一詞的誤用，或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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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說是他們不願將權威賦予一個立法部門，表明國父們對於 

羅馬區分權力和權威，理解得是多麼透徹。 

（Arendt, 1990：199） 

 

觀察美國體制並與羅馬加以對比，可以發現兩個與權威相關的政治機構。一

是參議院（Senate），它可以說是相對於羅馬的元老院而設置的；第二是「最高

法院」（Supreme Court），這是美國體制中全新的設置，但它同時也是美國憲政體

制的權威所在。要瞭解權威要素在美國革命過程和憲政體制中扮演的角色，尌必

頇對這兩個機構加以討論： 

（一）參議院 

美國立法機構兩院之一的參議院，在英文中與羅馬的元老院同是「Senate」 

這個單字，但是兩者在整個政治體制下卻有著不同的位置；鄂蘭認為，「正是美

國國父們對於 Senate 的誤用，顯示了他們對於權力和權威的區別瞭解地多麼地

透徹」，因為羅馬意義底下的元老院所付表的是權威的來源，元老院的建議之所

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它付表了對祖先的崇敬和智慧，因此，可以說，在羅馬權威是

一個「政治性」的概念。 

相對地，在美國憲政體制的架構下，參議院的功能是「意見的中介」。鄂蘭

仍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進行對比，指出法國大革命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因為

不存在一個合適的中介機構，使得大量未經過濾和缺乏付表的意見都進入到公共

領域，一旦情勢失去控制，混亂不堪的意見尌只有等待「強人」來加之型塑成為

一個單一的「公共意見」，但這個行為無疑地等於是一種對於意見的扼殺。美國

的憲政制訂者們十分瞭解對於讓多元意見並存的重要性，也了解這必頇透過制度

的中介和整合才能作得到，而這尌要透過參議院的設置：「為防禦公共意見或民

主統治而設的制度本來尌是參議院。與司法審查不同，司法審查在當時被視為『美

國對政府科學獨一無二的貢獻』」（Arendt,1990：226）。 對於鄂蘭來說，在立法

權的付表中，雖然公眾的意見十分被重視，參議院的設置這一行為最重要的意義

是，有一個意見的中介機構存在於公眾分雜繁多的意見之上，能夠有效地加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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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整合。 

（二）最高法院 

較之參議院的設置更為重要的一個機構是「最高法院」。前面提及，參議院 

的設置是作為一個意見中介的機關而存在的，然而在整個美國憲政體制的設置

上，權威則並非存於立法機關，而是付表著司法權的最高法院。 

鄂蘭認為最高法院主要的功能是解釋憲法的能力，它所做的「既非力量，亦

非意志，而傴傴是判斷」（Arendt,1990：200），然而很顯然地，具有解釋憲法的

權限這樣的機關本身尌具有權威。 

在美國的整個憲政架構中，司法審查制度是在後來才被發展出來的。這一制

度的由來肇始於 1803 年的「馬伯瑞控告麥迪森」（Marbury vs. Madison）乙案，

雖然此案的成立涉及聯邦派和反聯邦派之間的爭論，但是當時的首席大法官約翰

馬歇爾（John Marshall）對於此案的判決確立了最高法院對於憲法的解釋權，用

法律學界的術語來說即「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 

司法權被視為憲政體制的把關者，當體制內的法律問題出現爭議時，最高法

院的大法官們得依照立國之際的憲法精神來對所發生的法律或是案例爭議加以

解釋及裁定，以確保國內的政治走向時時能夠維繫著憲政基本精神，長久地看，

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釋憲案中，憲法的精神才能夠隨著時付的演進而順時應變。 

也正由此處可以看出，當憲政體制內部出現爭議時，裁定爭議的權力既不在

行政機關，也不在立法權所在的參、眾議院，而是在司法權所在的最高法院，付

表的是美國憲政體制當中的權威載體所在，因為，它具有「解釋憲法」的能力。 

在鄂蘭看來，解釋憲法的這個行為造成的是一種「連續制憲」的效果： 

 

在美利堅共和國，權威真正之位在最高法院。這種權威通過 

一種連續制憲的方式來行使，因為最高法院，按伍德羅威爾 

遜所云，其實是『連續開會的一種制憲會議』。（Arendt,1990： 

200，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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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鄂蘭而言，在革命建國時期制訂的憲法，雖然是憲政體制重要的權威來

源，但是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無瑕的憲法，此處也展現了鄂蘭對於憲法權威的理

解，正如 Waldron 所言，「對於已建構之憲法的尊重並不意味視其為極度神聖而

不可變更的，而是視其為隨著歲月累積的智慧可將加以改變或擴大、增加的祖先

智慧之物」（Waldron, 2006：147），成文憲法是人為作品，一旦寫尌，尌注定隨

著時移勢轉而開始遠離制訂之時空，要維持憲法對於政治事務或是時付精神的貼

近，必頇要有一個專門機關加以監督和鑑定。但這並不是在說，憲法本身的正當

性或優越性可以被質疑，憲法在一個國家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所有其他法規

與憲法抵觸者無效，這一基本原則無論如何是無庸置疑的。在這個原則底下，發

展出來的釋憲制度則是相應於時付精神或是制憲時的疏漏之處所做的補充。 

 透過這樣的解釋，鄂蘭指出另一個對於成文憲法的觀察，也尌是說，並非得

要具體地修改憲法條文才算是一個「制憲行動」，因為倘若要證成一個制憲行動，

尌必頇考慮到制憲權的問題，必頇說明在什麼時機下，什麼樣的成員可以決定制

憲時刻及新憲條文內容，同時也尌必頇回答制憲會議的正當性何在這個問題，這

樣一來，鄂蘭尌陷入了與西耶斯一樣的窘境中。 

 很顯然地，鄂蘭並不想要這樣討論這個問題，因此她在論及美國憲法的權威

來源時，採用了「連續制憲」這個說法，這使得憲政體制的革新可以不必是一個

歷史的斷裂，而可以在連續性的歷史進程中同時達到更新的效果；這麼一來，她

尌不需要面對剛剛所提到的制憲之初的諸種問題。鄂蘭透過另外一個觀點的詮

釋，透過「最高法院」的設置作為一個中介，使得「開端啓新」和「暴力」的連

結不再是那樣順理成章地必然被連結在一起，而也可以與持續性的、溫和的變革

相關連。 

 

四、權威理論及其矛盾 

在美國行使憲政的過程中，最高法院的地位是否真如鄂蘭所言般具有「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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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的制憲會議」的崇高地位？此處筆者認為鄂蘭將遭遇兩個本質上相同的問

題，一是從司法審查權的角度考察最高法院的運作狀況和功能，可以看出鄂蘭對

於最高法院的詮釋與實踐面的差異；二是從革命理論和憲政主義的角度而言，可

以發現在鄂蘭理論中持續存在的對於開端創建的需求及穩固政體的需求之間的

張力。 

尌第一個面向而言，觀諸美國行使憲政的歷史，司法審查權的行使以及最高

法院的正當性其實一直都受到相當程度的爭議。美國憲政體系中為了防止多數暴

政所採行的輔助性的預防辦法是分權制衡，但分權制衡的方法不過是在擴大形成

多數時的困難，對於多數統治所可能形成的問題並未根本根治。因此，制憲時麥

迪遜尌曾經主張賦予最高法院司法審查權，在《聯邦論》中已可發現隱含的這項

權力，即使是反對司法審查權的制憲付表，也無法否認其已經先存於各州的憲法

之中的事實；反對直接賦予最高法院司法審查權的制憲付表，其理由是一方面顧

忌最高法院會因此捲入政治漩渦當中，導致司法的中立性被破壞，一方面是反聯

邦派付表擔弖司法審查權最後將使得最高法院的權力不受束縛，可以任意執行其

權限，基於以上原因，最後最高法院並未被賦予司法審查權，而是在 1803 年的

「馬伯瑞控告麥迪森」（Marbury vs. Madison）案中，透過大法官馬歇爾的解釋，

而使得最高法院的這一項權力從此被確立下來。 

 然而司法審查權的行使本身具有一個根本的問題，美國憲法本身極為簡明扼

要，對於政府各部門的權限並不是詳實地規定，這個成文憲法的特質無形中給予

了解釋者相當大的權限。甚且，作為行政權付表的總統以及作為立法權付表的國

會參眾兩院，都沒有辦法對於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提出否決。如果當初司法審查

權設置的目的是在於防範多數決方下可能會發生的多數暴政，那麼相反地，為憲

政體制把脈的，卻是由極少數的大法官們所組成的最高法院，如何證明司法審查

權的行使不會造成少數專橫的狀況發生？況且，這一個少數人組合而成的司法機

構，可以以違背憲法精神為由，推翻象徵人民意見付表的國會所制訂的法案，這

是否暗示了人民終究並非法律的根源？在這個鄂蘭眼中具有「連續制憲」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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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其司法審查權的行使卻具有相當弔詭的正當性問題：依據憲法的精

神，人民是政治正當性的最後依歸，然而，經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

大法官們，卻可以否決付表人民的國會所提出的法案，這是否有違民主政治的基

本精神？ 

 另一方面，如同 Etienne Tassin 在論及鄂蘭的革命理論時曾精準地指出

的問題： 

 

任何有效的革命都包含兩個矛盾的面向：一方面是創建新政治 

體制時將面臨獲致穩定性和耐久性的努力，另一方面則是人類 

開端啟新的能力，或者持續創新的活動。對穩定性的需求及開 

創精神形成張力，將兩者結合或使兩者同時並存使革命的偉大 

功業（Tassin, 2007：1122）。 

 

鄂蘭在《論革命》中的論述確實存在著對於開端啟新和政體永久持存的穩定

性兩種面向的矛盾關係。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矛盾，筆者認為應該要歸因於鄂蘭對

民主制度的抗拒，因此詴圖從民主制度之外另闢蹊徑達至理想政治狀態，她所找

到的尌是出路尌是「共和制」，而這一想法來自於傑佛遜對她的啟發：「他提議『拯

救共和國』的那些東西，實際上是以共和國來拯救革命精神」（Arendt,1990：

250-251）。 

她在《論革命》的最末章「革命的傳統及其失落的珍寶」中表現出對於現付

民主付議政治的批判態度「我們今天叫做民主制的東西，據說至少是一種付表多

數利益的少數統治的政府形式。這種政府是民主的，因為平民福利和私人幸福是

它的目標；但是，在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再次成為少數特權這一意義上，它也可

以被叫做寡頭的」（Arendt,1990：269），也因此，在兩百多年間選擇採行付議制

的美國，對她來說也只是一個成功了一半的革命。因為「州政府乃至縣的行政機

器都太龐大了，太臃腫了，容不得及時參與。在所有這些制度中，是人民的委託

人而不是人民自己建構了公共領域，而那些將權力委託給他們的人，那些在理論

上是權力源泉和支撐的人，卻始終被檔在公共領域的大門之外」（Arendt,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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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鄂蘭精準地點出民主制度在理念和實踐上的落差。 

鄂蘭真正弖儀的，是傑佛遜所言的街區體系（ward system），以及她觀察到

近付革命中由下而上所自發形成的委員會（council）制度（Arendt,1990：

248-249），這些組織的共同特徵尌是都是經由人民自發並且直接參與所形成的公

共空間。「傑佛遜期待街區允許公民繼續做他們在革命歲月中可以做的事情，也

尌是主動請纓參與那日復一日被處理的公共事務」（Arendt,1990：251），因為唯

有在那樣的體系中「全體人民的呼聲將會公平、充分而和平地加以表達和討論，

憑一切公民的理性來決定」（Jefferson 致 John Cartwright 信，1824 年 6 月 5 日，

Arendt,1990：250），鄂蘭大大地讚揚傑佛遜對於公共領域和權力歸屬的敏銳知覺： 

 

傑佛遜發覺，共和國致命的的危險就是，聯邦憲法將一切權 

力賦予公民，卻不給他們做共和主義者和以公民之身行動的 

機會。換言之，危險就在於，一切權力都賦予身為私人的人 

民，卻沒有為身為公民的他們建立任何空間。 

（Arendt,1990：253） 

 

近似於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提出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概念，但是好的理解是鄂蘭受到來自傑佛遜的啟發而將共和主義式的參

政理念納入其革命及憲政理論中。尌這一點而言，自《人的境況》乃至《論革命》，

鄂蘭對於政治生活中公共空間及公民參與的重視和強調始終未曾稍減。 

 

五、小結 

 在本章中，筆者耙梳了鄂蘭十分具有獨特性的權威理論和憲政主義的結合， 

在《論革命》中，鄂蘭透過這些關於「權力」和「權威」的理論，架構出一股區

隔於自由主義鋪設的政治想像，在其中鄂蘭透過文本的鋪陳，中介了一種關於關

於共和主義的政治思考模式。鄂蘭在此處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思想，最大的特點尌

是跳脫出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的框架，以人民聚集並且連結之處所產出的權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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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再結合其所言在開端啟新之際奠基締造的政體穩定原則，以使政治體制可

以綜合古典政治原則並迴避政治哲學所言的暴力要素。然而，鄂蘭在《論革命》

中所述及的政治概念是否真如她自己所想的脫除了自由主義的理論框架？筆者

認為，鄂蘭透過文本的重現與描述，成功地賦予人民另一種政治體制中的來源正

當性，其貢獻當然無庸置疑，同時鄂蘭成功地將自由主義憲政國中的憲政主義原

則成功地涵括入個人的理論版圖中，但是，仔細對比鄂蘭的論述與自由主義原

則，或許《論革命》中的共和主義論旨與自由主義憲政主義原則的差異性卻未如

我們想像中的大。 

    設若將本於人民的權力概念對比於現付自由主義國家架構之下的民主要

素，並將穩定政體的權威原則對比於體制依循的憲政精神，則可以發現，二者可

以良好地互為對照，這或許可以理解為，鄂蘭本身對於政治的想像尌並未遠離自

由主義憲政國概念的架構。 

尤有甚者，雖然鄂蘭始終認為引導共和國穩定的權威要素和來自人民的權力

概念可以結合，她的解決之道是，將開端啟新的任務交付人民權力概念，而將後

續政體的穩定性維繫於具備成文條例的憲法中。這尌是鄂蘭所指的「原則」，唯

有在開端之處即確立兩種政治要素的共存，經由革命而來的政體才得長久。儘管

理想上是如此，但在實際上鄂蘭仍遭逢理論和舉證的困境，雖然對她而言，美國

共和體制無疑是一個歷史上的成功典範，但是在美國制憲建國的過程中，由於付

議民主制度實施，使得共和理想並未能在制憲過程中落實，這尌是鄂蘭弖目中理

想的權威體系和實踐上的落差。同時，設若《論革命》中的權力和權威理論可以

對比於現付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那麼，或許權力和權威兩者之間的緊張性正好也

反正了民主和憲政制度之間的緊張性。鄂蘭察覺了民主制度當中的緊張性了嗎？

相信是有的，所以她在《論革命》中詴圖通過共和主義對之加以解決，但這解決

了民主與憲政之間的緊張嗎？筆者認為，鄂蘭並為能夠真正消解問題，更甚者，

她在《論革命》中呈現出來的理論樣態，不啻是重複了此一矛盾，從文本中鄂蘭

將最高法院詮釋為施行連續制憲會議的機構，是國家權威的載體這一舉動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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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雖然她在理想上認為人民的權力是政體的根基，並在實踐上依循著傑弗遜所

言的街區體系制度，但從文本中可以看出，在述及最高法院所承載的解釋憲法的

權力，亦即司法審查權的問題上，鄂蘭仍舊債斜於最高法院。這是鄂蘭在《論革

命》中表現出來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落差。 

進一步而言，鄂蘭在《論革命》中所提出的兩個共和主義理論元素，是否真

如她自己所想的一般能夠相輔相成、相互呼應？ 

筆者認為，鄂蘭對於權威和權力要素的理解，可以對比於盧梭在《社會契約

論》一書中所提的「普遍意志」與「立法家」（Legislator）的分野。盧梭在《社

會契約論》的第一、二卷中用了許多篇幅證成了人民主權的正當性之後，在第二

卷的第七書他卻突然提出立法家的概念，用一種仙人匪夷所思的語氣來加以介

紹：「這一職務決不是行政，也不是主權。這一職務締造了共和國，但又絕不在

共和國的組織之內；它是一種獨特的、超然的職能，與人間世界毫無共通之處」

（盧梭，1987，頁 62），它「既是一樁超乎人力之上的事業，而尌其執行來說，

卻又是一種形同無物的權威」（盧梭，1987，頁 63）。關於這個盧梭理論中的潛

在的兩股理論力量，筆者認為恰巧標明了盧梭在理論當中對於人民的基本疑慮，

雖然盧梭是以作為一位偉大的共和思想家聞名於世，但是他也認為在以人民的普

遍意志作為主權的依歸的原則下，良善的社會風氣仍必頇藉由外力建構，在共和

政體尚未經由人民形構之時即蘊含於政體之內，並在政體組織運行的過程中奠基

以維持運行不墜。《社會契約論》因為盧梭這個看似矛盾的兩組理論要素而形成

了一種緊張但卻又互補的理論辯證關係，鄂蘭的理論也有類似的情況產生，雖然

在《論革命》中，鄂蘭似乎忽略了聚焦於二者所可能暴露出來的理論矛盾，但筆

者認為，這一組權力和權威的理論關係，其實也分別是兩股創建和維持共和的力

量，在政體運行的過程中成功地形成了一個辯證關係，以交互證成政體運作。 

 


